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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東亞新興工業社會如台灣，是否已經走向後工業化或者全球化的

趨勢？本文比較了新馬克思主義、後工業主義與全球化理論等三派主

要的社會轉型分析，發現三派理論在社會轉型的動力、階級結構的改

變、階級流動的變化、勞動市場性別分工的變遷、收入分配的趨勢與

階級政治的後果等方面各自做出了不同的假設。根據台灣的官方統計數

據與1992-2007年的《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樣本，以及新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類型劃分，本文的分析發現：

首先，在過去近二十年間，台灣的階級結構發生了相當的轉變，自僱者

與無酬家屬勞動者快速減少；專業技術人員擴張，「黑手變頭家」與

「頭家娘」現象則在消逝中。其次，在階級流動方面，父母的階級位置

對子女階級繼承的影響有限，階級流動越來越依賴文化資本的代際傳

遞。第三，隨著高等教育擴張，女性勞動力大量進入專業技術位置，男

性體力工人與自僱者的收入相對下滑，可能縮減了兩性之間的工資差

異。最後，台灣的所得分配不平等主要來自資本主義的階級分化，但非

技術工人與技術工人的差異也在擴張，資本與技術擁有者的利益提升，

可能是貧富差距惡化的兩個主要來源。台灣過去二十年來的階級結構與

社會不平等的變遷，雖然仍具有無產化的特徵，但後工業化才是主要的

轉型軌跡。

關鍵詞：社會階級，社會階層化，新興工業國家，所得分配，社會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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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looks at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new industrial countries 

(NICs) in East Asia are following the path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as 

claimed by post-industrialism and/or globalization theorists. I compare 

three approaches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neo-Marxist, post-industrial, 

and globalization) and examine their various hypotheses in terms of social 

momentum, class structure, class mobility, gender and class inequality, 

and class politics. Using a neo-Marxist schema to analyze sampled datasets 

from the 1992-2007 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s, I found (a) a stable 

percentage of unskilled workers, declining percentage of self-employed, and 

an increasing percentage of experts; (b) educational credentials have become 

the major source of class mobility; (c) labor market gender segmentation has 

been reshaped and wage discrimination has decreased slightly; and (d) income 

inequality between capitalists and unskilled workers is still significant; 

the inequality between professional and unskilled workers is increasing. 

According to this analysis, social change in NICs such as Taiwan has 

primarily followed the post-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of developed economies 

during the past two decades.

Keywords:  social class, social stratification, NICs, income distribution, social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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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台灣社會的階級結構與社會不平等，在最近二十年間似乎出現了

重大的轉型，這次轉型的性質與趨勢究竟為何？與經濟起飛時期的階

級結構以及社會不平等有何差異？過去有關社會階層化的研究，指出

台灣工業化過程的兩個特徵：一方面是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的無產化

（proletarianization），農民及其子女大量進入藍領工人階級（文崇一 

1989；謝雨生、余淑女宜 1990；蔡瑞明 1997），另一方面是生產者對抗

無產化的中小企業創業行為，也就是「黑手變頭家」的現象（謝國雄 

1989；熊瑞梅、黃毅志 1992；孫清山、黃毅志 1996a；許嘉猷、黃毅志 

2002）。對台灣活躍的中小企業的解釋雖不相同，大多數研究者都認為

特殊的彈性生產網絡（柯志明 1993；陳介玄 1994；許嘉猷等 1994）、

支撐小商品生產的無酬家屬勞動「頭家娘」與大量低薪女性勞動力（黃

富三 1977；李悅端、柯志明 1994；高承恕 1999；呂玉瑕 2001），或許

是導致階級結構中小雇主與自營作業者歷久不衰，甚至是支持台灣經濟

發展與對外貿易成長的重要因素。

然而，過去二十年來台灣資本外移與產業轉型的衝擊，使原有的

階級研究成果與台灣的社會變遷之間，出現相當大的落差。當許多研

究者追隨台商的生產網絡到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從事研究的同時（吳介

民 1996；龔宜君 2005），台灣本地的階級結構與社會不平等的趨勢已

經出現了鉅變，社會學者似乎未能及時解釋這次轉型。當社會理論家

未能與言時，其他通俗理論自會介入公共政策的爭論（Block 1990）。

台灣階級研究的弱勢與經濟社會學焦點的外移（蔡明璋 2006；蔡瑞明 

2008），將這片空白留給了許多通俗的趨勢大師，「下流社會」、「M

型社會」成為大眾傳播媒體上的話題（大前研一 2007），並且引導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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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的政治選擇。

本文試圖回到鉅觀的社會轉型理論，探討台灣過去二十年間階級結

構與社會不平等的轉型。筆者回顧了當前仍具相當影響力的三大社會轉

型理論：無產化理論、後工業理論與全球化理論，比較這三大理論流派

對階級結構轉型、階級流動、階級與性別不平等，以及階級政治所提出

的對立假說，以台灣的官方統計數據與1992、1997、2002與2007年等四

次《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 TSCS，以

下稱為《社會變遷》）社會階層化問卷的樣本來檢證三個競爭的理論。

台灣社會是否如這三派社會理論家所言，正在遭受無產化、後工業化或

是全球化的衝擊？

二、工業社會的轉型：理論回顧與比較

無產化理論、後工業理論與全球化理論是解釋當代工業社會變遷的

鉅觀理論中的重要流派，並且對階級結構、貧富差距與階級政治的轉型

提出了不同的見解。本文的理論回顧部分，並不打算將這幾派學者的

爭論一網打盡，而是集中討論三個學派對於階級結構、階級流動、勞

動市場上的性別分工、階級不平等與階級政治所做出的對立論證。如

Erik Olin Wright（1997）所言，新馬克思主義的無產化理論、後工業理

論（甚至全球化理論），對階級結構的變遷提出了可藉由量化或質化方

法驗證與否證的假說，這些理論的各個假說之間並非全無矛盾或模糊之

處，彼此亦非全然對立，但至少給了隨後的社會研究者一張基本的社會

變遷地圖。

有關台灣社會是否無產化（謝國雄 1989）、後工業化（李碧涵 

1994, 1996a；黃志隆 2005；蘇國賢 2008）或探討全球化衝擊的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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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為我們提供不少追蹤社會變遷的線索，然而過去的社會階層化

（Social Stratification）研究或階級分析，並未詳細辨別這三類文獻的

對立假設（Goldthorpe 2002），台灣的階層化學者們雖有持續追蹤台

灣階級結構與貧富差距的變遷（許嘉猷等 1994；蔡明璋 1996；黃毅志 

1999；蘇國賢 2008），但是尚未能以相關數據來檢驗各學派之間互相矛

盾的論證。因此，本文首先回顧無產化、後工業化與全球化理論對階級

結構與社會不平等的觀點，以澄清各派社會變遷命題的差異。

（一）馬克思主義的無產化理論

自《共產黨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問世以來，馬克思與恩

格斯的無產化與階級鬥爭理論成為階級研究中爭論的焦點之一 ，其中最

具爭議性的是對階級結構兩極化與無產階級革命的預言：「中產階級的

下層，即小工業家、小商人和小包租者、手工業者和農民──所有這些

階級都落到無產階級的隊伍裡來了，有的是因為他們的小資本不足以經

營大工業，經不起與大資本家的競爭；有的是因為他們的手藝已經被新

的生產方法弄得不值錢了。」（Marx and Engels 1998: 44）馬克思與恩

格斯在宣言中十分明確地認為資本積累與去技術化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動

力，將會導致無產階級的膨脹、中產階級向下流動、勞資雙方的貧富差

距擴大，最終形成兩大分裂的陣營：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革命性

鬥爭（Marx 1977）。

無論是在中產階級的變遷與階級意識的發展、或是在社會革命的

起源方面，馬克思與恩格斯的論點遭到來自馬克思主義者與非馬克思

主義社會學者的批判（Miliband 1977; Moore 1966; Skocpol 1979; Tilly 

1978; Wright 1985），也使得新馬克思主義部分接納了其他社會學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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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一方面，1960到1970年代美國的新馬克思主義部分吸納了韋伯

（Max Weber）對現代官僚組織發展的理解（Weber 1958），將壟斷資

本與國家的角色帶回理論視野（Baron and Sweezy 1966; Offe 1984）；

另一方面，勞動過程理論中生產者將被去技術化的論點，卻仍引起學術

上的爭議（Braverman 1974; Edwards 1979; Burawoy 2005 [1979]; Block 

1990）。

修正後的新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以Wright的階級分析發展最為成

熟。Wright認為晚期資本主義的階級結構是多種生產模式或生產關係相

互滲透所形成的階級結構（Wright 1985, 1997）。從資本主義下的生產

工具、國家社會主義下的組織資產以及社會主義下的技術資產等三種剝

削性資產出發，新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得以具體劃分出六到十二種階

級位置。雖然Wright部分接納了韋伯的支配做為階級分析的基礎，並且

認為壟斷資本將導致經理人與領班的膨脹（Wright 1985），然而在比較

無產化理論與後工業理論時，新馬克思主義者仍然延續勞動過程去技術

化的論證，認為資本積累與去技術化將導致階級結構中專家與技術工人

的萎縮（Wright and Singelmann 1982: S179），而教育體系無法矯正，

反而符應了資本主義階級關係的再生產（Bowles and Gintis 1975）。結

果，在新馬克思派之後一系列對已開發經濟體的階級結構比較研究中，

去技術化的強無產化理論被一再否定，反而證實了後工業化的社會轉型

趨勢（Wright and Martin 1987; Wright 1997）。

在1970年代依賴理論的影響下，對東亞新興經濟體中階級結構的

早期研究，也是以無產化理論為主。例如Frederic C. Deyo等（1987）

的東亞研究，蔡瑞明（1997）對台灣數據的韋伯派階級分析、以及Koo

（1990）對韓國工人階級形成的分析等（Roy 1984; Walton 1987）。然

而，東亞快速的經濟發展導致了區域研究的轉向。雖然研究者普遍同



100　臺灣社會學刊

意出口導向經濟體中存在大規模剝削低薪工人、特別是非技術女工的

現象，焦點卻非階級結構無產化的趨勢，而是相對於其他地區，東亞

為何能夠擺脫低度發展的陷阱（Barrett and Whyte1982; Haggard 1990; 

World Bank 1993）。台灣加工出口部門例如成衣、玩具與電子產業所仰

賴的中小企業彈性生產網絡（Piore and Sabel 1984; Hamilton and Biggart 

1988；柯志明 1993； 陳東升 2003），與發展國家主導產業升級的理論

（Johnson 1982; Wade 2004 [1990]；王振寰 1996），成為區域研究學

者關注的重心，對台灣勞動過程或階級結構的分析基本上印證了「黑

手變頭家」的現象（Yu and Su 2004；謝國雄 1989；許嘉猷、黃毅志 

2002），並且探討了女性無酬家屬勞動的顯著作用（呂玉瑕 2009）。此

外，1980年代中期以來第三波民主轉型的衝擊，使社會學者將焦點轉向

政治現代化理論裡中產階級形成、社會運動興起與民主轉型之間的關聯

（Huntington 1991; Wang 2002; Tsai, Fan, Hsiao and Wang 2008；蕭新煌 

1989, 1994）。

在過去台灣社會學界與東亞新興工業國家研究的重要學術成就上，

出現了研究時間、問題意識與社會現實的落差。自1990年代末期以來，

有關階級結構的研究雖然證實台灣小雇主與自營作業者的比例偏高（黃

毅志 1999），並對支持台灣工業化的特殊產業結構或社會網絡提出有力

的解釋（陳東升 2003；李宗榮 2007），後繼的社會階層化研究者卻很

少追問：若是台灣的資本持續集中化，台灣的勞動者是否仍面對無產化

的命運？

近幾年來，在台灣媒體關注的焦點與社會學研究的議題上，無產化

理論似乎成為揮之不去的陰影。台灣的中產階級真的在向下流動嗎（蔡

明璋 2006）？台灣是否已經開始朝後工業化轉型（李碧涵 1994；鄭陸

霖 2004；蘇國賢 2008），導致結構性失業與中小企業消失的趨勢？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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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轉型的後果是否已經影響了教育與社會流動的關係（孫清山、黃毅志 

1996a, 1996b; Liu and Sakamoto 2002；謝雨生、黃美玲 2004；章英華、

黃毅志 2007）？在所謂全球化的經貿開放政策衝擊下，台灣的階級結構

是否會彈性化或再次無產化？固然，所謂的M型社會之流不過是無產化

理論的劣質模仿品，這些問題卻早已成為公眾爭論的焦點，雖然許多社

會階層化的研究旁敲側擊，在無產化理論與其通俗版本之外，我們仍缺

少一個解釋台灣階級結構變遷的理論架構。

（二）後工業主義與新階級理論

如Esping-Andersen（1999）所言，自1970年代中期以來，歐美先進

資本主義社會已經度過了去農業化與工業發展的高峰，而迅速朝「去工

業化」轉型，一方面各國的工業資本迅速外移，服務業產值與就業人數

迅速膨脹；另一方面卻使得失業率與社會福利開支居高不下。後工業化

的衝擊，已經導致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在產業轉型與福利政策等各方面，

被迫處理棘手的政治經濟難題，例如高等教育投資擴張、稅收體制的改

革、勞動體制與福利政策的修訂等等。

在Denial Bell的經典作品裡，提出後工業轉型在階級結構方面的幾

項特徵：首先，是就業結構由工業迅速轉向以服務業為主；其次，專家

與技術官僚成為政治經濟意義上的新統治階級，或至少是統治階級的一

部分；最後，理論知識成為產業研究發展與國家政策制定的核心（1976: 

14-27）。Bell 的論點自1970年代後期開始引起社會階層化學者的廣泛

迴響，一方面，社會流動的研究者將重心放在後工業的轉向與高等教

育擴張對階級流動所造成的效果（Treiman 1977; Featherman and Hauser 

1978）；另一方面，後工業理論也對無產化理論的階級結構預測提出了



102　臺灣社會學刊

一系列的挑戰（Wright and Martin 1987; Wright 1997）。 

在後工業理論中最突出的論點是知識份子作為一個崛起中的新階

級，將對資本主義的企業組織與階級結構帶來重大衝擊。反過來說，所

謂的新階級理論家也樂於將後工業理論視為其分支（King and Szelényi 

2004）。新階級理論最初來自托洛斯基（Leon Trotsky）與德加斯

（Milovan Djilas）對蘇聯斯大林主義（Stalinism）的批判（Djilas 1983; 

Trotsky 1973），原指掌握暴力手段與國家組織的官僚成為社會主義國

家的新剝削階級，第二代的新階級理論，則是指在計畫經濟體制下掌握

再分配權力的技術官僚與知識份子成為內部分化的統治階級，並導致

黨國官僚與工人之間的對立（Konrád and Szelényi 1979; Szelényi 1982; 

Wong 1996）。Alvin Gouldner（1979）更進一步認為，無論在資本主義

或社會主義社會中，知識份子都在朝奪權之路邁進。因此，資本主義大

企業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國家技術官僚與中產專業階層的擴張，都

可以被視為新階級歷史性崛起過程的表現（King and Szelényi 2004）。

以產業升級中技術資產的擁有者、或知識份子權力上升為核心，後

工業理論發展出與新馬克思主義無產化理論十分不同的推論。首先，

後工業化將會導致中產階級裡專業技術人員而非管理人員的擴張，但

小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將會持續緩慢地萎縮（Wright 1997）。其次，

後工業理論與所謂「自由派工業理論」或現代化理論的共通之處，在

於對階級流動的推論：現代化理論與後工業理論都認為社會經濟階級

的代際繼承，將會在工業化過程中逐漸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以賢

能主義（Meritocracy）來挑選政治經濟菁英的教育流動（Erikson and 

Goldthorpe 1992: 19-24）。然而大多數後工業理論家並未暗示現代社會

流動將會更為開放，相對地，後工業派教育流動的研究者較留意教育成

就或所謂文化資本的再生產，以及不同的福利國家體制在階級與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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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上所導致的後果（Esping-Andersen 1999; DiMaggio and Mohr 1985; 

DiPrete 2002; Featherman and Hauser 1978）。

此外，無產化理論認為資本家—無產者的分化是資本主義社會貧

富差距惡化的主要來源。相對地，後工業主義者不排除另一種階級分

化：技術資產所有者與非技術工人之間貧富差距擴大的可能性（Reich 

1991）。例如Fred Block 指出，雖然美國工人在1980年代的技術水準整

體上升，卻同時創造出了大量低薪與低技術的服務業職位，而且雷根時

代對工會的打擊也促成製造業工資水準下降。然而中高階技術人員與

低薪低技術人員的成長可以同時發生（自僱者減少才能使技術與非技

術工人比例同時擴張），而兩者的薪資也可能有天壤之別（Block 1990: 

183-187）。值得一提的是部分後工業學者認為，後工業化將會挑戰工

業社會中的兩性分工，隨著女性教育程度與勞動參與率的提高與藍領男

性工人的減少，女性在專業職位上將會扮演更重要的角色（Block 1990; 

Gorz 1985, 1994; Giddens 1999）。

最後，與Bell或Gouldner對後工業轉型樂觀的預期不同，某些後

工業主義者對後工業社會的階級不平等惡化感到悲觀。例如Esping-

Andersen認為，產業技術升級與全球化的衝擊，已經導致歐洲的工業組

織（包括工會）崩潰與失業率居高不下，「低技術者很可能成為社會裡

的輸家─要不成為失業者、要不成為低薪資的工人」（1999: 99），

而且年輕一代受僱者的勞動條件並不會因為高等教育擴張而受益，相

反地，先進資本主義體制正在邁向一個「更無產化的服務職業組成（a 

more proletarian mix of service occupations）」（1999: 107），這種悲觀

的論調不僅模糊了後工業化與無產化理論的分野，而且反映了學術界對

全球化衝擊的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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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球化與資訊社會理論

自1990年代中期開始，全球化的概念已經成為社會科學界的新寵。

從經濟學者的定義來看，全球化指的是各國之間商品、資本、勞動與

服務市場的整合程度提升（Babb 2005），但是某些社會學者如Manuel 

Castells卻大膽預測所謂的全球化「不只是工業與後工業經濟之間的一次

轉型，而是兩種知識生產模式之間的轉型」（Castells 2000a: 219），他

稱之為由工業主義朝資訊主義或網絡社會的轉型。然而不幸的是，除了

極少數作品（Castells的作品是其中之一）以外，大部分早期的全球化相

關著作，在階級結構方面的論點嚴重缺乏經驗證據（Hirst and Thompson 

1999），以至於著名階級理論家John Goldthorpe 評論道：「全球化的過

程要不是沒有按照那些學者的預期方向發展，就是沒達到他們所預期的

那種地步。」（Goldthorpe 2002: 3）1

近年來由於經驗研究成果的累積，全球化理論家逐漸澄清了他們的

階級分析觀點，而且與無產化理論或後工業化理論的分歧也更明顯。首

先，他們認為全球化的動力來自資訊科技與網絡生產組織的發展，全球

資訊社會的來臨導致生產組織的彈性化與勞動市場的去管制化（Babb 

2005; Castells 2000a），在階級結構上會呈現出兩個後果：首先，長期

穩定的正式僱傭關係會被短期非正式的僱傭關係替代（Giddens 1999; 

Huber and Stephens 2001; Korpi and Palme 2003），正式部門的工人階級

1 Goldthorpe的批評並非無的放矢，筆者發現他所攻擊的「鉅觀全球化論者」

（grand globalization theorists）包括Anthony Giddens、John Gray與Ulrich Beck的幾

本重要著作What is Globalization?（Beck 2000），The Third Way（Giddens 1999）與 

False Dawn（Gray 1998）當中完全沒有提到「階級結構」一詞，也沒有提供任何具

體的職業或階級分析，僅偶然提及工會與產業工人所面對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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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減少；其次，所謂的新貧階級（lumpenproletariat）會出現在產業外移

的先進國家（Castells 2000a: 281-5; Goldthorpe 2002）。在最近對拉丁美

洲階級結構的研究中，Portes 與 Hoffman 發現非正式僱傭的工人與自僱

者或小雇主比例開始上升（Portes and Hoffman 2003），部分先進國家例

如英國也有同樣的趨勢。2 最近針對拉丁美洲階級結構的追蹤研究更指

出：女性已成為非正式部門中自僱者或低薪彈性勞動力的主流，是新自

由主義下的主要受害者（Hite and Viterna 2005）。

在新馬克思主義者的論點裡，中產階級將會因為技術簡化而薪資下

降，資本家與無產階級之間貧富差距日漸兩極化（Braverman 1974），

相對的，後工業主義者認為技術升級的趨勢會導致擁有人力資本的專業

人士工資持續上升，貧富差距會出現在專業者與非技術工人之間（Bell 

1976; Thurow 1999）。但是對全球化理論而言，全球化時代的貧富差距

不再只是資本與勞動的矛盾，而是少數控制全球金融與資訊網絡的專業

精英與本土受僱者之間的分配不均（Castells 2000a, 2000b）。因此，所

謂的中產階級也被分化成本土中產階級與全球化專業階級，前者的薪資

水準將會因全球化的競爭下降，少部分全球化者將會獲得極大利益。

許多國家、區域與全球貧富差距的經驗研究不約而同證實了全

球化導致國內貧富差距擴大（但國際貧富差距可能縮減）的趨勢

（Firebaugh 2003; Milanovic 2005），例如Portes 與Hoffman（2003）對

2 值得注意的是包括Portes 與Castells 在內，多數研究者承認他們找不到非正式部門

或無產化程度擴張的經驗證據。例如Castells 承認「如果我們將所謂的兩極化等同於

職業地位兩端的擴張的話，那些廣為流傳的認為資訊社會中職業結構日趨兩極化的

觀點並不符合這裡（七大工業國 G7）的數據（Castells 2000a: 234）」，而且他也指

出自僱者的比例僅在加拿大與英國略有擴張（2000a: 236）。即使在拉丁美洲的階級

結構中，自僱者與小雇主等非正式部門就業者的比例，在各國與各時期的變化也完

全不一致（Portes and Hoffman 2003: 56-59, Tabl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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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的研究發現，公部門（包括行政官僚與國有企業）高層管理

者與跨國公司經理人在過去二十年中收入大幅提升 ，美國學者Perrucci

與Wysong（2003）也發現高學歷的大公司經理人最近成為美國的新富

階級的一員，這些人被稱為「全球企業階級」（global corporate class）

（Kerbo 2006），「跨國資本家」（transnational capitalists）（Robinson 

2004），「網絡人」（networkers）（Castells 2000a）或公私營企業的

「資深執行長」（senior executives）（Portes and Hoffman 2003）等，被

認為是全球化時代新統治階級的重要成員。

多數全球化理論家都認為歐洲傳統的工會政治力量正在被新自由主

義政策逐漸削弱（Esping-Anderson 1999; Huber and Stephens 2001），

然而最近針對歐洲福利國家的經驗研究結論並不一致，某些研究發現歐

洲福利國家受經濟自由化衝擊有限，制度上也傾向維持現狀（Scruggs 

and Lange 2002），另一方面也有研究顯示歐洲各國工會的政治實力在

選舉中變得較為脆弱（Korpi and Palme 2003），但是各國的社會民主

政黨與工會對全球化的反應確實不盡相同（Hall and Soskice 2001; Rudra 

2002）。由於全球化理論家多數並不認為全球化是必然的、或無法治理

的潮流，許多學者都呼籲國際組織、各國政府與公民社會關注並防範新

自由主義政策的嚴重後遺症（Esping-Andersen 1999; Held 1995; Giddens 

1999; Castells 2000b）。

（四）無產化、後工業化或全球化？

無產化理論、後工業理論與全球化理論這三類文獻對於階級結構、

階級流動、勞動市場上的性別區隔、階級不平等以至於社會轉型對階級

政治的影響，做出了不同的推論或預測。筆者將無產化、後工業化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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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理論的對立觀點呈現在表1。本文關注的對立觀點主要在四個方

面：（a）階級結構：無產化理論強調無產階級擴張與中產階級消失；

後工業理論預測技術工人與專家的擴張與低技術工人及經理人的減少；

全球化理論認為非正式經濟部門中自僱者與小雇主將會部分取代正式部

門受僱者。（b）階級流動的起源與終點：無產化理論強調資產與無產

階級的代際繼承；後工業理論預測教育成就或知識份子的階級再製將

會取代經濟階級的繼承；而全球化理論對代際流動沒有提出具體的觀

點，但指出本土中產階級向下流動、或由終生受僱者轉變成自僱者或非

正式雇員的趨勢。（c）性別分工：東亞研究指出無產化與女工大量湧

入工廠成為低技術工人是資本積累的主要動力；後工業理論推測去工業

化的過程可能導致女性佔據專業與技術位置，男性藍領工人反而受到更

大衝擊；全球化理論則認為女性將成為非正式部門中低薪彈性勞動力的

主流。（d）貧富差距：無產化理論認為資本家與無產者的貧富差距將

持續擴大；後工業理論強調受薪者中技術人員與非技術工人的內部分

化；全球化理論強調全球統治階級與本土中下階級、以及正式與非正式

部門之間的收入分化。最後，無產化理論認為工人階級意識將會提升；

後工業理論家多認為針對福利國家去商品化政策的民主階級鬥爭將會

持續（Korpi 1978, 1983; Esping-Andersen 1990），全球化理論則對新自

由主義下傳統製造業工會的未來抱持悲觀的態度（Gray 1998; Giddens 

1999），但由於篇幅所限，筆者僅在結論部分討論階級政治的相關議

題。

無產化、後工業化與全球化理論並非完全互斥的理論，而或許該被

視為三種用來分析社會轉型的理念型（ideal-type），不可能完全符合現

實，其中的不同趨勢在同一個社會、或三種轉型在不同社會也可能並

存。表1的摘要雖然冒著過度簡化的風險，但是對澄清三種理論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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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處很有幫助。首先，無產化與後工業化理論對於技術工人與專家的比

例，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論點（Wright 1997）；同樣地，全球化理論經常

與無產化理論被混為一談，但兩者對於無產階級在階級結構中的比例做

出了相反的假設（Castells 2000a）。因此，這些鉅觀的社會變遷理論不

只是一種忽視個體、虛構的大論述（grand narratives），也不只是反映

左派或右派立場的政治觀點，而是彼此矛盾、可以被經驗證據檢證與反

駁的科學命題（Popper 1991）。換句話說，表1的 (a) 、(b)、(c) 、(d)可

以視為上述三種理論的四組平行假設，我們可用台灣的經驗數據來衡量

社會轉型的實際方向。

表1　各派社會理論分析工業社會階級結構變遷的對立假說

無產化理論 後工業理論 全球化理論

轉型動力 資本積累／去技術化

（資本升值／技術貶

值）

去工業化／產業升級

（技術升值／權威貶

值）

彈性化／去管制化

（資本與資訊升值）

(a)階級結構 工人階級增加，自僱者

與中產階級專業者減少

（無產化）

工人階級減少，服務業

與中產階級專業者增加

工人階級減少，自僱

者與非正式僱用者增

加

(b) 階級流動
的起源與

終點

中產階級向下流動，工

人與資本家代際繼承程

度上升

資本家與工人代際繼承

程度下降，文化資本重

要性增加

中產階級與工人向自

僱者或小雇主流動

(c)性別分工 男工去技術化與女工湧

入無產階級

男性體力工減少，女性

專業者增加

女性湧入非正式部門

成為自僱者

(d)貧富差距 資本家／工人收入兩極

化，中產階級（技術工

人）收入逐漸下降

中產階級專業者收入增

加，非技術工人（包括

服務業）收入降低

全球專業者與資本家

收入增加，本土中產

階級與工人收入減少

階級政治 階級意識提高，中產階

級與工人結盟

階級鬥爭民主化，議題

集中於福利國家

本土工會受打擊，福

利國家撤退

其次，如許多後工業主義者與全球化理論家一再強調的（Bell 1976; 

Block 1990; Held 1995），筆者並不認為上述三種社會變遷理論之間具

有連續或演化的關係。像Esping-Andersen（1999）指出後工業社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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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會再度無產化，而全球化理論當中也有不少是無產化理論在全球

範圍內的延伸（Robinson 2004），甚至類似封建主義的中國戶口制度

也可以在全球化的環境下頑存（林宗弘 2007b）。因此，階級結構的變

遷，在很大程度上仍是由過去的階級政治與經濟制度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甚至機遇（contingency）導致的結果，反映出特定歷史脈

絡下各種生產性資產（productive assets）長期升值或貶值的相對趨勢。

筆者引用了新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類法來驗證上述無產化、後工業

化與全球化的對立論述。選擇新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類法是基於下列四

項優勢：首先，新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的基礎為資本、技術資產與組織

資產剝削或支配能力的變化，吻合無產化理論及後工業理論的分析架構

（Wright 1997）。其次，若是採用新韋伯派的階級範疇，將會使資本家

與高級技術或管理人員被歸入同一類，而製造業技術工人與服務業技術

人員、以及第二與第三產業的非技術工人，則各被分為兩類（Erikson 

and Goldthorpe 1992），模糊了社會變遷理論爭論的焦點；因此相對而

言，新馬克思主義的分類法較適合測試前述無產化、後工業化與全球

化理論的重要差異。第三，由於新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類法曾以美國

為例否定了無產化理論，證實此一模型並沒有理論導向的偏誤（Wright 

and Martin 1987; Wright 1997）。最後，中國大陸與香港的相關經驗研

究也使用了類似分類方式（Lin 2007; 林宗弘 2007b），因此本文台灣階

級結構的分析結果，未來將可以直接與中國大陸及香港數據作比較。此

外，值得一提的是在經驗研究中，新韋伯派與新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

的差異不應該被過度誇大，反之，兩者的結論往往十分接近（Erikson 

and Goldthorpe 1992: 12-13; Wright 1997: 27; Chan and Goldthorpe 2007: 

513）。例如，蘇國賢（2008）最近針對台灣階級流動的新韋伯派分析

得到的結果與本文基本上相同（Yu and Su 2008），甚至孫清山與黃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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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1996b）以及章英華與黃毅志（2007）對台灣教育與社會經濟地位

（Socio-economic Index, SEI）關係的研究也得到類似的結論。

本文各統計模型中所採用的階級分類如圖1所示：首先，我們依據

生產工具的有無，將受訪者中的雇主與受僱者分開，其次，雇主方面

依據權威的高低，又可以分為資本家、小雇主與自營作業者（Wright 

1985）。此處小雇主的標準與中國大陸的個體戶相同，指的是雇工七

人以下的小企業，與自營作業者兩類合併之後就等於個體戶（林宗弘 

2007b）。在受僱者方面，筆者則依據權威與技術層級分為四類：非技

術工人、技術工人與專家（有技術、無權威）、經理人或領班（無技

術、有權威）、專業經理人（有技術、有權威、無資本）（Wright and 

Cho 1992）。筆者合併了1992年、1997年、2002年及2007年等四次《社

會變遷》（TSCS）社會階層化問卷數據共計9,005個樣本，依據上述分

類區分為七個階級位置，來檢驗前述三派理論的觀點。為求正文論證清

晰，有關階級分類標準的細節、數據合併後的敘述統計、以及各章節中

的統計模型與特性，請有興趣的讀者參閱附錄。

圖1　本文中新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類操作方式
註：修改自Wright（1985: 88）與Wright and Cho（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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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灣階級結構的後工業化

究竟是無產化、後工業化還是全球化，比較符合台灣過去二十年來

社會轉型的經驗？ 相對而言，本文中所呈現的經驗證據顯示：台灣過去

二十年的社會轉型趨勢較接近後工業理論所指出的軌跡（李碧涵 1994；

孫清山、黃毅志 1996b；鄭陸霖 2004；黃志隆 2005；蘇國賢 2008）。

但由於後工業理論通常被用來分析已開發國家，而台灣通常被歸類為新

興工業國家或發展中經濟體，因此我們必須面對分類標準的質疑：在什

麼經濟發展與就業結構的條件下，可以大膽使用後工業主義的分析架構？

面對有關經濟發展階段的質疑，我們可以回顧已開發國家與台灣的

實質經濟成長軌跡。圖2呈現美國、日本、瑞典與台灣以2000年的購買

圖2　�台灣的實質每人平均國內生產毛額（以2000年PPP平減）與美國、
日本以及瑞典的比較，1976-2004

資料來源：Penn World Table（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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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平價為基準計算的每人每年平均國內生產毛額。美國在1976年時，

人均實質國內生產毛額達到8,144美元時，Bell已經提出了後工業理論，

當時的瑞典與日本人均實質國內人均生產毛額約合7,451與5,614美元。

台灣的人均國內生產毛額則在1989年超過了8,000美元，若是以1990年

Fred Block 的後工業著作出版時美國實質平均國民所得（22,530美元）為

界限，台灣在2006年也已經越過了此一標準。以台灣現階段的國民生產

與消費能力來看，與歐美各國提出後工業理論時的經濟發展程度十分接

近。

從官方的各項就業結構數據來看，宣稱台灣已經邁入後工業社會

似乎並無不當。表2呈現了台灣的相關就業統計指標。首先，如Bell

（1976）指出的，後工業社會的特徵是服務業就業者比例的絕對優勢與

製造業就業者比例的持續下滑。表2的數據顯示，從1981年到2006年之

間，台灣的服務業就業者比例從39%上升到近60%，服務業產值佔國內

生產毛額比例則由47%上升到72%。上述台灣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的變

遷，顯然符合後工業化的特徵。

台灣是否進入後工業時期的另一個重要的前提，是勞動生產力、或

者說就業者的平均技術水準大幅上升。從台灣的工業勞動生產力指標

來看，1992年到2007年之間每人每小時平均產值成長了220%，單位產

出的勞動成本則下滑了26%（行政院主計處 2009，參見後文圖7）。此

外，大學以上勞動者在就業人口中的比例由1980年的5%到2007年超越

了20%，包括專科在內的大專畢業比例則高達40%，約與1990年代美國

勞動力中高等學歷比例相當，3 以大專以上文憑來衡量的人力資本存量

3 美國的勞動力中大學畢業生比率在1992年為26.4%，2007年為33.7%。參見美國統

計局（US Census Bureau）；http://www.census.gov/compendia/statab/tables/09s0572.

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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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成長。無論從單位勞動生產力或是勞動力從大學畢業比例來看，在

過去二十年內，台灣就業者的相對技術水準還是大幅提升了。

表2　台灣的社會結構轉型、性別分工變遷與貧富差距，1981-2006

相關社會指標（%） 1981 1986 1991 1996 2001 2006

後工業化/專業化¹
服務業從業人口佔就業者比率 38.8 41.4 47.1 52.4 56.5 58.5
服務業佔國內生產毛額比率 47.2 47.4 55.2 61.1 66.9 71.7
大學以上佔勞動力比率   5.2   5.8   7.2   9.5 12.5 19.3
階級結構（從業身分）¹
雇主   4.5   4.3   5.1   5.3   5.2   5.1
自營作業者 20.8 20.2 18.6 17.0 15.8 13.9
無酬家屬工作者 10.4 10.9   9.1   8.4   7.3   6.4
私營受僱者 51.9 52.8 55.7 58.0 61.5 65.3
政府受僱者 12.4 11.9 11.4 11.3 10.2   9.2
性別分工轉型¹
大學以上勞動力中女性比率 26.3 30.5 34.0 39.2 41.5 45.2
女性勞動參與率 38.8 45.5 44.4 45.8 46.1 48.7
女性工資佔男性比率 64.0 65.2 66.2 71.0 75.8 79.2
社會不平等²
五分位可支配所得比率（低/高） 23.8 21.7 20.1 18.6 15.6 16.6
中間三等分佔總所得比率 54.2 53.5 53.6 53.9 52.5 53.3
吉尼係數 28.2 29.3 30.8 31.7 35.0 33.9
資料來源：1. 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資料庫：http://61.60.106.82/pxweb/Dialog/statfile9L.asp

（行政院主計處 2009）。 

　　　　　2.  中華民國家庭收支調查：http://win.dgbas.gov.tw/fies/doc/result/95/a11/
Year04.doc（行政院主計處 2007）。

在產業與技術升級的前提下，台灣的階級結構變遷是否符合後工業

理論的預期呢？從主計處與勞委會的勞動統計數據來看，我們可以發現

隨著台灣產業結構朝服務業轉型，小雇主與自營作業者在過去二十年

裡迅速地減少，私營部門受僱者比例不斷增加。官方統計數據僅將從

業身分粗分為五類：（1）雇主：從1981年到2006年間，雇主佔就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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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例從就業人口的4.5%緩慢上升到 5.1%；（2）自營作業者（包括農

民）：在同一期間，台灣的自營作業者所佔的比例由21%下降到14%以

下；（3）無酬家屬勞動者：這個類別佔就業者的比例，自1981年起，

由10.4%持續下降到2006年的6.4%；（4）私營受僱者：台灣的私營受

僱者佔全體就業者的比例持續上升，由1981年不足52%到 2007年超過了

66%；（5）政府受僱者佔所有就業者的比例輕微下滑，從 12.4%減少到

9.2%。

如表2顯示，根據官方數據的分類，過去的二十年裡台灣的勞動力

明顯地「無產化」：自僱者（包括農業人口）與非正式的無酬家屬勞動

者從超過三成下降到不足兩成，無產者從五成提升到逼近七成；不僅如

此，經濟部的工商登記顯示台灣的新設公司佔公司總數的比率，1992年

以前往往高達10%，在該年度13.3%的創業歷史高峰之後，持續下滑到

2006年的6.2%，創業率腰斬，反之，同時期歇業公司的比率，則由1992

年的3.5%上升到近年來平均6%的水準（見圖3），製造業歇業的趨勢更

為明顯，過去被當成台灣階級流動途徑的家庭工廠與頭家娘等現象，或

是全球化理論家眼中的非正式部門就業比例，有顯著衰退的趨勢（章英

華、黃毅志 2007: 3）。4

然而，由於受僱者的教育程度普遍提升，官方數據又不能辨別小雇

4 章英華、黃毅志（2007）的論文中首次提到黑手變頭家現象的衰退，惟與本文不

同之處是該文所使用的資料為1997與2005年度，重點在於教育對流動之影響。值得

注意的是雖然創業活動衰退，台灣的企業規模並未提升（呂玉瑕 2009），企業平均

員工數由1981年的平均8.6人下降到2006年的 6.8人，製造業工廠的平均人數則由24.1

人下降到18.6人，近十年來工廠規模雖有止跌回升的現象，但服務業的企業規模遠

小於製造業，因此，就業人口由製造業轉向服務業時，仍使企業規模加速萎縮。見

主計處歷年工商及服務業普查數據：http://www.stat.gov.tw/ct.asp?xItem=533&ctNode

=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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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技術工人或經理人在雇主與受僱者當中所佔的比例，我們無法據此

判定台灣的階級結構是朝無產化或後工業化發展。為了克服政府勞動統

計分類不明確、與官方加總數據缺乏樣本個人層次資訊所導致的問題，

筆者用《社會變遷》樣本來估計階級結構的變動。根據新馬克思主義階

級分類將受訪者歸類後，在1992年到2007年期間，各階級位置的成員佔

整體受訪者的比例與其變化詳見表3。

1992年到2007年樣本中各階級位置的比例反映了台灣階級結構的變

遷：首先，我們發現資本家與小雇主兩個階級位置的比例微幅下滑，與

近十年來勞動統計中的雇主比例的微幅減少一致。其次，非技術工人的

比例先微幅上升後緩慢下滑，但變化不顯著。第三，經理人由13.3%下

滑到9.5%，但專業經理人由2.4%上升到8.5%。此外，在1992年到2007年

圖3　台灣公司創業趨勢的衰退與歇業趨勢的上升，1992-2006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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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台灣社會變遷調查中受訪者的階級結構，1992-2007

1992 1997 2002 2007

非技術工人 46.83 48.86 47.41 47.22
自營作業者 20.61 14.41 11.99 11.18
專家/技術工人   8.87 11.64 17.56 17.12
經理人 13.31 13.78   7.97   9.46
專業經理人    2.36   2.67   8.66   8.52
小雇主   5.78   6.79   4.64   5.08
資本家   2.25   1.84   1.78   1.41
總計(N) 100(1781) 100(2061) 100(1293) 100(1279)
資料來源：《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自行整理。

之間，階級結構最大的變化，來自技術工人或專家與自營作業者這兩個

階級位置，在比例上的顯著逆轉：技術工人或專家的比例由 8.9%上升

到 17.1%，而自營作業者的比例則由 20.6%下降到 11.2%，值得注意的

是台灣勞動參與率的下滑，也反映在台灣社會變遷調查樣本的就業者數

量上。上述階級結構的變化十分吻合官方統計數據改變的趨勢。

從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數據中的階級結構變化來判斷，與全球化

理論的看法相左，1992年以來，由於階級結構中自營作業者與無酬家屬

勞動力的比例快速下滑，作為全球化指標的非正式就業比率可能不增反

減。其次，與無產化理論裡去技術化的趨勢不同，台灣非技術工人在階

級結構中的比例並未快速擴張、而是趨於穩定，中產階級專業者與技術

工人的比例顯著上升，管理人員反而減少。後文統計模型的估計也顯

示：在1992年到2007年間自營作業者、經理人、小雇主與資本家等類別

的流入比率隨時間顯著減少，1970年代之後出生的世代更少進入自僱

者位置，而更容易流入專家與專業經理人等位置（見表4，p121）。因

此，台灣的產業與階級結構的變化不支持無產化與全球化理論，而是相

對符合後工業理論的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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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階級流動的起源與終點5

在階級流動的起源與終點方面，無產化理論認為資本主義的學校體

系基本上再生產了資本主義下的階級關係，這表示流動表中各階級的代

際流入與流出的變化將會非常有限（Hout 1980）；後工業理論則認為

教育在社會流動中的角色將會持續提升，這不代表整個社會更加開放，

而可能是知識份子階級再生產（或者說是文化資本代際積累）所造成的

結果（Bourdieu 1984, 1986 [1983]; Featherman and Hauser 1978; Szelényi 

1987）。最後，全球化理論對代際階級流動的趨勢並沒有提出清晰的假

設，但強調從終身僱用制往非正式受僱者或自僱者、甚至小雇主移轉的

代內流動。我們該如何估計並比較近年來台灣階級流動的變化呢？

本文使用可同時處理連續變量與名目變量的多元邏輯迴歸

（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或簡稱MNL）模型來估計1992年

到2007年間台灣的代際與代內階級起源與終點的關係（Agresti 2002; 

Hendrickx and Ganzeboom 1998；蔡淑鈴 2004；陳婉琪 2005），應變量

是流動終點為其他階級位置相對於無產階級（私營非技術工人）位置的

發生比率（odds-ratio）。模型中的正負相關係數顯示受訪者抵達各年度

階級位置時，該變量影響其相對於無產階級發生比率的高低。

模型中第一組自變量是影響代際流動的變量，由於問卷內有關父親

職業的技術與權威資訊有限，筆者將父親的階級位置簡化為政府單位雇

員（包括軍公教與國營事業）、私營企業主或其他（主要是私營工人與

農民）三類。為了瞭解父母階級位置對子女階級終點的影響是否隨時間

5 謝雨生教授與張晉芬教授均指出，本文中的MNL模型並未直接測量代際階級流動

總量的長期趨勢，而是測量階級起源與終點的關係，因此將本節主題改為「階級流

動的起源與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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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下降，筆者將父親的階級位置與時間的交互影響列入自變量，其中時

間指的是四次調查每隔五年作為一個單位的連續變量。其次，父母親的

教育年限可能會影響子女的教育成就（Blau and Duncan 1967），本文以

此來衡量知識份子階級代際繼承或階級再製的現象。此外，筆者也發現

在1970年代之前出生與之後出生的世代之間，某些代際與代內階級終點

的概率出現相當顯著的變化。最後，與中國大陸或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類

似（Bian and Logan 1996; Wu 2002; Xie and Wu 2008），台灣的政府部

門受僱者可能擁有較多的組織資產、或者說再分配權力（redistributive 

power）上的優勢（李碧涵 1996b），因此筆者假設父親受僱於政府部門

與外省族群身分將會對子女代的階級流動造成正面影響（吳乃德 1997；

陳婉琪 2005）。

MNL模型中的第二組自變量是影響代內流動的個人特徵（individual 

attributes）或政治經濟特徵等變量，包括性別、教育程度與政治身分

等。為了與中國大陸類似研究中的共產黨員政治優勢作類比（林宗弘 

2007b），筆者跟隨林南（1997）的研究，以國民黨員的身分來測試政

治優勢在階級流動上造成的變化；最後，為了控制1992年到2007年之間

的年齡、時期（period）與世代（cohort）所帶來的結構性變化，我將受

訪者當時的年齡、四次調查的虛擬變量、每五年一個單位的連續變量以

及1970年代之前與之後出生世代的虛擬變量都放進模型，以控制年齡、

時期與世代（age-period-cohort, APC）的效果。

在影響階級終點的時間趨勢方面，本文大量採用連續的時間變量與

世代變量的交互作用（interactions）來計算相關自變量或控制變量的影

響趨勢。最後，為求統計模型的簡約（parsimonious），不輕易浪費自

由度，依據交互項的統計結果，筆者刪除了所有未達顯著水準的變量，

因此，表4裡的所有變量，其迴歸係數至少對六個階級終點的其中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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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統計顯著的效果。反過來說，凡是表4上沒有顯示變量與時間或世

代交互作用的，就表示在筆者嘗試中，該自變量或控制變量與時間以及

世代的交互作用在統計上不顯著，本文將之解釋為該變量不隨時間而有

明顯演變。有關模型選擇與其限制、以及相關變量的敘述統計，請詳見

附錄說明。

表4報告了MNL模型的估計結果，顯示幾項代際流動變化的特徵：

首先，在1992到2007年間，父親是私營企業主對子女成為資本家或小雇

主的概率有正面顯著的影響、亦有助於子女進入擁有技術與權威的階級

位置（其效果隨時間而輕微下降但不顯著）；反之，父親是政府雇員的

背景促使後代成為資本家或經理人的機會隨時間顯著提升。其次，父親

教育程度對子女進入新中產階級有明顯的正面作用；反之，母親教育程

度對子女階級流動的影響較小，但是對1970年後出生的世代成為專家與

專業經理人的機率有較顯著的正面影響。至於族群對流動的影響方面，

原住民身分始終對階級終點造成負面影響；對1970年代以前出生的世代

來說，外省籍會顯著降低成為雇主或經理人的機會，但對1970年後出生

的世代來說，外省籍對成為雇主的負面影響已經大致抵銷，對進入專家

或專業經理人的概率影響轉為正向（陳婉琪 2005）。整體來看，與過去

新韋伯派的階級流動研究結論類似，台灣代際階級繼承的效果存在但無

明顯惡化（吳乃德 1997；蔡瑞明 1997；蘇國賢 2008），近二十年來，

父親為雇主（資本擁有者）仍能對子女帶來顯著的社會流動優勢。但另

一方面，軍公教或國營事業雇員（組織資產擁有者）、與父母親的教

育水準（技術資產擁有者）開始對後代的階級終點產生更大的正面影響

（孫清山、黃毅志 1996b）。

在影響代內流動的變量方面：首先，1970年後出生世代相對容易進

入專家或技術工人以及經理人位置。其次，在控制父母教育後，個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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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程度仍然是導致台灣階級流動的重要因素，但是對1970年之後出生的

世代來說，教育年限所帶來的階級流動機會正在萎縮。另一方面，與中

國大陸城市地區幹部成為資本家的優勢相反（林宗弘 2007b），在台灣

2002年的數據中，國民黨員作為一種政治資本，雖然可能有助於受訪者

成為經理人或專業經理人，卻不容易成為小雇主或自僱者，而此一政治

資本的效果隨時間略有下降，但是國民黨員仍然特別不易成為資本家。

從時間與世代這兩個變量的係數來看，自僱者、經理人、小雇主與

資本家的流入比率正在下滑，新世代進入專家或技術工人與專業經理人

的機會顯著提升，這些變化與其他代際或代內流動變量沒有直接關係。

因此，台灣過去二十年來的階級流動，不像無產化論者所認為的是個下

流社會，也不像全球化理論所說是朝自僱者或小雇主等彈性生產部門流

動，而主要是朝後工業化轉型所導致的結果。

最後，圖4比較了台灣階級終點發生率的世代差異，在已經控制年

齡、時間與教育程度等相關變量的情況下，仍顯示出1970年前出生者與

1970年後出生者在階級流動上的巨大反差。相對於整個樣本的概率，

1970年前出生世代流入自僱者、小雇主與資本家位置的發生率遠遠高

過後1970後世代，顯示對後者來說「黑手變頭家」的階級流動管道正

在消亡，1970後世代則更依賴高等教育與專業技術（孫清山、黃毅志 

1996b）。因此，父母的教育成就或軍公教背景（以及外省籍後一世代

成為專業者由負向轉為正向效果）對子女階級流動的影響越來越重要。

然而，子女本身的教育成就對階級流動的效果卻在降低。這雖然稱不上

無產化，但也不符合自由派工業主義者「開放社會」的觀點，反而顯示

技術官僚這個新階級的再生產能力在加強，符合後工業理論知識份子邁

向權力的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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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台灣階級流動終點的多元邏輯迴歸估計，1992-2007
1992年到2007年的階級終點

自僱者 專家 經理人 專業經理人小雇主 資本家
代際繼承變量

父親為雇主 -0.052 0.526* 0.444* 0.639^ 0.711** 1.288***
(0.210) (0.212) (0.190) (0.366) (0.237) (0.334)

父親為雇主×時間 0.231* -0.227* -0.034 -0.061 0.033 -0.231
(0.106) (0.112) (0.114) (0.171) (0.134) (0.222)

父親為政府雇員 -0.169 0.047 -0.036 0.146 -0.258 -0.349
(0.194) (0.193) (0.179) (0.308) (0.281) (0.443)

父親為政府雇員×時間 0.068 0.082 0.271* 0.253 0.304^ 0.718** 
(0.133) (0.113) (0.119) (0.156) (0.182) (0.266)

父親的教育年限 0.011 0.039** 0.034* 0.081*** 0.018 0.012
(0.014) (0.015) (0.014) (0.020) (0.020) (0.029)

母親的教育年限 -0.011 -0.015 -0.007 -0.013 0.030 0.044
(0.021) (0.022) (0.021) (0.028) (0.028) (0.043)

1970後世代母親教育年限 -0.080** 0.123*** 0.012 0.069^ -0.096** 0.006
(0.028) (0.026) (0.026) (0.038) (0.037) (0.055)

外省族群 -0.690** -0.257 -0.536** -0.178 -0.822** -0.493
(0.222) (0.207) (0.208) (0.251) (0.308) (0.366)

1970後世代外省族群 0.691* 0.461^ 0.911*** 0.867** 0.968* -0.508
(0.329) (0.269) (0.264) (0.335) (0.420) (0.820)

原住民 -0.918* -0.607 -1.194* -37.778*** -0.890 -37.682***
(0.427) (0.396) (0.522) (0.284) (0.607) (0.294)

代內流動變量

女性 -1.183** -1.499** -1.946*** -1.342^ -1.030 -3.010*  
(0.425) (0.489) (0.493) (0.770) (0.659) (1.513)

1970後世代女性 0.123 0.525** 0.444* 0.082 -0.095 0.287
(0.177) (0.187) (0.189) (0.300) (0.265) (0.618)

教育年限 -0.028^ 0.303*** 0.280*** 0.396*** 0.124*** 0.255***
(0.015) (0.029) (0.022) (0.050) (0.025) (0.045)

1970後世代教育年限 0.034 -0.254*** -0.179*** -0.273*** -0.068* -0.136*  
(0.020) (0.031) (0.027) (0.052) (0.033) (0.059)

大學文憑 -0.562^ 1.060*** 0.136 0.510* 0.392 0.104
(0.290) (0.161) (0.168) (0.225) (0.245) (0.336)

國民黨員 -0.830*** 0.149 -0.080 0.717** -1.066*** -0.393
(0.176) (0.179) (0.155) (0.277) (0.257) (0.366)

國民黨員×時間 0.397** 0.052 0.259* -0.006 0.418* -0.826^
(0.122) (0.133) (0.125) (0.167) (0.170) (0.474)

APC變量
年齡 0.028*** 0.032*** 0.021** 0.030** 0.024* 0.023

(0.006) (0.008) (0.007) (0.011) (0.010) (0.016)
1970年後世代 -0.333 2.456*** 1.801*** 2.958*** 0.865* 0.786

(0.265) (0.404) (0.357) (0.726) (0.427) (0.782)
時間（連續變量） -0.334*** 0.008 -0.345*** 0.312* -0.333*** -0.423*  

(0.066) (0.081) (0.087) (0.135) (0.099) (0.186)
1997年虛擬變量 -0.178^ 0.218* 0.110 -0.155 0.184 0.107

(0.095) (0.110) (0.104) (0.201) (0.133) (0.241)
2002年虛擬變量 -0.159 0.646*** 0.202 1.098*** 0.211 0.712*  

(0.144) (0.130) (0.159) (0.173) (0.199) (0.327)
常數項 -0.413 -11.527*** -8.373*** -15.301*** -5.339*** -7.512***

(0.792) (1.247) (1.073) (2.189) (1.308) (2.252)
Log likelihood =-8105.7061 Df=132 Wald-G² 33307.46 Pseudo-R² 0.130
N 6045
註：1. 括弧內為標準誤。所有模型裡階級變量的參照組是「非技術工人」。

        2. “*”p<0.05, “**”p<0.01, “***”p<0.001, “^”p<0.1（雙尾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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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階級結構與性別分工的轉變

在勞動市場的性別分工方面，無產化理論強調女性落入低技術與低

薪工人階級的階級流動障礙與性別的工資歧視，台灣與東亞經濟起飛是

以女工的犧牲為代價（黃富三 1977；呂玉瑕 1994；嚴祥鸞 1996），過

去台灣社會學研究則發現了父權體制犧牲長女學業、要求女性提早進入

勞動市場，從而成就弟妹的教育歧視行為（Chu, Xie and Yu 2007）。但

後工業理論指出：隨著製造業的外移與服務業的興起，以及女性教育程

度的提升，女性受僱者有更多機會進入中產專業階級，婦女的職業生涯

及收入的獨立自主將衝擊傳統父權下的兩性關係，連帶造成婚姻、生育

圖4　�台灣階級流動終點發生率的世代差異：1970後世代黑手變頭家逐
漸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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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與老年照護體系的整體變遷（Gorz 1994; Giddens 1999 ；呂玉瑕、

伊慶春 2005；蔡淑鈴 2004）。最後，全球化理論強調女性持續進入非

正式部門成為自僱者或無酬家屬勞動者，將導致兩性工資差異惡化的後

果（Hite and Viterna 2005）。

在表2的政府統計數據中，有三個值得留意的趨勢，顯示後工業理

論更能解釋過去二十年來台灣勞動市場性別分工的變化。首先，是女性

勞動參與率的顯著成長，由1981年的 39%增加為 2006年的 49%。雖然

與先進工業國家相比，台灣女性的勞動參與率仍屬偏低，但其持續增長

的趨勢並沒有改變。其次，大學以上勞動力擴張到 20%的同時，其中的

女性比例也由 1981年的26%成長到 2006年的 45%，顯示台灣父權家庭

過去對女性、特別是歧視長女的教育投資行為，可能因為平均家庭子女

數的下降而逐漸獲得改善。最後，上述的各因素：勞動參與率提高與教

育程度提高，可能導致了女性相對工資比例提升，由1981年佔男性平均

工資的 64%逐漸增加到 79%以上。然而，總體層次數據的分析很可能造

成所謂的區位謬誤（ecological fallacy），因此不宜過度推論。

近年來台灣性別不平等的量化研究成果顯示，後工業理論可能較符

合過去二十年來的父權體制變遷。例如蔡淑鈴（2004）的研究發現台灣

高等教育的擴張，可能已經促進了兩性教育流動機會的均等化，在控制

其它變量的情況下，1970年代後出生的女性上高中與大學的概率已經高

於男性（Tsai and Shavit 2007）；而呂玉瑕及伊慶春（2005）的研究發

現從1970年代到1990年代，由於後工業化的衝擊與女權運動的興起，台

灣家庭中兩性的經社資源變遷已經影響了家務分工。喻維欣最近對日本

與台灣女性在勞動市場表現的比較研究發現，同樣朝後工業社會轉型，

同樣面臨女性生育後重新進入勞動市場的障礙，台灣婦女的勞動參與

遠比日本婦女更加「正式化」而非彈性化，間接降低了兩性工資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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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 2009: 139），張晉芬等人對台日韓三國的比較也得到類似的結論

（Chang and England 2009）。

雖然衡量經社地位的指標不同，本文新馬克思主義模型對1992到

2007年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數據階級流動的分析，支持了上述結論。

在控制其他因素之後，筆者根據表4模型計算了1992年度與2007年度女

性在各階級終點的發生比率（相對於整個樣本），以及女性在1970年前

出生與1970年後出生的兩個世代，進入各階級位置的發生比率（odds-

ratio），並且將結果呈現於圖5，換句話說，圖5A與5B中的柱狀圖高

低，顯示的是女性進入該階級位置的機率除以兩性進入該階級位置的機

率，大於一則表示女性的概率高於樣本平均，自然也高於男性。

從圖5A我們可以發現三組不同的趨勢。首先，女性進入無產階級位

置的機率一向高過男性，但是在1992年到2007年之間，女性勞動者進入

5A　1992年與2007年女性進入各階級的發生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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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產階級與自僱者位置的發生比率些微下滑。其次，女性就業者進入經

理人與小雇主的發生比率些微上升。第三，女性進入專家與技術工人、

專業經理人與資本家等三個階級位置的發生比率有顯著的提高，其中女

性成為專家或技術工人的機率甚至高於男性。圖5B比較了1970年前後出

生女性的世代差異，發現儘管年輕女性（與年輕男性類似）較少機會進

入資本家與專業經理人等位置，但1970年後的女性更少成為自僱者或無

酬家屬勞動者，成為專家或經理人的發生比率則有明顯的提升。

儘管從表4的迴歸結果來看，女性獲得資本或權威位置的機率仍明

顯偏低，但是台灣高等教育的擴張、對女性教育歧視的減弱，與女性流

入專家或技術工人位置的現象，或許是男女工資比率逐漸拉近的重要原

因之一（蘇國賢 2008: 213）。台灣女性雖然仍相對集中在無產階級位

5B　1970前與1970後世代女性進入各階級的發生比率 

圖5　MNL模型估計階級終點依性別分的發生比率(Odds-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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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但是並未像全球化理論所言大量落入非正式部門成為彈性化的勞動

者，反之，後工業化的趨勢可能已經改變了各階級位置的性別比例分

布，從而間接縮減了兩性的工資比率差異。後工業轉型不僅影響男女工

資比率，更可能會大幅改變兩性的家務分工、生育與老年照護行為。

六、資本、技術與貧富差距

最後，貧富差距的擴大是台灣公眾關注的重要問題。在後工業社

會，例如《歐洲社會調查》（European Social Survey 2002/3）對歐盟各

國個人所得的研究顯示，相對於其他階級分類法，新馬克思主義的階級

模型更能解釋歐洲民眾的貧富差距，而且階級不平等具有相當強的持續

性（Leiulfsrud, Bison and Jensberg 2005）。對亞洲四小龍的量化分析則

發現台灣的吉尼係數主要受到服務業所佔的比例、失業率與民主化影

響：失業率與後工業化顯著提高了吉尼係數，民主化之後的福利國家擴

張則對於吉尼係數的增長產生抑制作用（林宗弘 2007a）。然而此一跨

國數據的結論，無法用以推論階級結構變遷與貧富差距擴大的關係。

表2呈現了衡量台灣社會整體所得不平等的幾組數據：首先，台灣

的吉尼係數由1981年的0.282 逐漸提高到 2001年的 0.350，然後些微回

落到 2006年的 0.339。若將主計處家庭收支調查中的最貧與最富五分位

家庭所得總額相除，我們可以發現台灣最貧窮的20%家庭佔最富 20%

家庭的收入比率，與吉尼係數的變化高度相關：低收入家庭的平均所

得佔高收入家庭平均所得的比率，由23.8%下滑到 2001年的15.6%，然

後輕微回升到 16.6%。然而另外一個指標卻呈現出不同的趨勢：扣除

前述的高與低兩階層，中間60%收入家庭所佔的總所得比例，在1981

年為 54.2%，到2006年則仍有 53.3%，過去二十多年來這個比率僅輕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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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動。測量不平等的總體數據，其變化符合蔡明璋（2006）與蘇國賢

（2008）的觀點：與無產化理論或M型社會的觀點相左，台灣的貧富差

距主要不是來自中產階級整體收入的下滑，而是來自高低兩端家庭所得

分配的惡化（蘇國賢 2008）。

表5　�台灣就業者平均年度基本所得按職業別分（2008年家庭收支調查
報告）

1980 2006
基本所得

增加倍數金額（元）
人數分配

（%）
金額（元）

人數分配

（%）

全體就業者 127,531 100.00     530,497 100.00 3.16
民意代表、行政主管、

企業主管及經理人員
278,074     3.42 1,173,468   4.95 3.22

專業人員 202,367     7.17     910,489   7.88 3.50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150,468   16.11     643,741 19.09 3.28
事務工作人員 160,203   10.50     437,238 12.34 1.73
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 118,949     5.95     440,649 18.17 2.70
技術工及體力工 110,054   37.61     406,388 32.10 2.69
農林漁牧工作人員   72,748   19.24     243,651   5.47 2.35
資料來源：http://win.dgbas.gov.tw/fies/doc/result/97/a11/Year27.doc。

2008年度的家庭收支調查提供了職業類別人數比例與個人基本所

得，在1980年與2008年之間的變化，結果見表5。這個數據顯示：在職

業分類方面，家庭收支調查結果與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的抽樣結果相

當，顯示藍領工人與自營作業者、尤其是農部門就業人口的萎縮、與

服務業人員以及專業技術人員比例的膨脹。在基本所得成長方面，台

灣全體就業者的名目所得，在1980年到2006年間平均提升了3.16倍，然

而收入較低的四個階層：農林漁牧工作者、技術工與體力工、服務業的

工作人員與事務工作人員的所得，其成長倍率低於平均，而且製造業與

服務業非技術工人（服務工作與事務工作人員）的所得差異十分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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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非技術工人由製造業朝服務業移轉無助於提高他們的所得。

反之，技術工人與專業人員的所得成長倍率則高於平均，顯示台灣所得

差異的擴大，可能同時來自資本與技術資產擁有者的經濟優勢（蘇國賢 

2008）。

與前述分析類似，對總體數據的解讀可能導致區位謬誤，因此筆者

用1992到2007年的合併數據來分析個人階級位置與貧富差距的關係。 

表6中回報了以2005年消費者物價指數為準平減之後，受訪者實質每月

平均所得對數的加權多元迴歸（Weighted Least Square, WLS）結果，最

重要的自變量是受訪者的階級位置，以及階級位置與時間（連續變量）

的交互作用。其次，筆者多次嘗試後控制了政府單位與國民黨員（虛擬

變量，可與中國大陸國有單位及共產黨員的政治資本相對照）可能獲得

的政治經濟優勢、以及是否加入工會或社團（可以衡量社會資本的效

果）、受訪者的性別、年齡、年齡的平方、教育年限與大學文憑。最

後，模型中加入了衡量父親階級位置與族群身分的變量，以探討代際移

轉是否影響受訪者所得。此外筆者發現其中有部分自變量的效果，例如

教育年限、公家機關及社團參與，跟1970年代之前或之後出生兩個世代

的虛擬變量有強烈的交互作用。在控制模型裡的變量之後，各階級之間

的相對收入變化（以自僱者=1為準）繪於圖6。

《社會變遷》1992年到2007年的迴歸估計與家庭收支調查的加總結

果大致相同。首先，在控制其他變量之後，我們可以估算各階級位置的

月平均所得與淨差異，結果顯示受訪者每月所得差別始終顯著，其中

（1）資本家的實質所得與相對收入成長優勢最明顯（從60,989元提升到

82,740元）；（2）專家／技術工人的實質工資與相對收入持續上升（從

39,635元提高到42,352元），隨時間增加的係數在統計上是顯著的；

（3）專業經理人與經理人的實質所得與相對收入略為下降，但模型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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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各階級位置對實質所得對數的加權多元迴歸（WLS）結果， 
     1992-2007

迴歸係數 標準誤
階級位置

自僱者  0.012 (0.041)
專家/技術工人  0.154*** (0.034)
經理人  0.325*** (0.032)
專業經理人  0.403*** (0.046)
小雇主  0.485*** (0.061)
資本家  0.692*** (0.085)
階級位置 × 時間（連續變量）
自僱者 -0.084** (0.028)
專家／技術工人  0.048*  (0.019)
經理人 -0.024 (0.024)
專業經理人  0.033 (0.023)
小雇主 -0.007 (0.040)
資本家  0.103+ (0.054)
教育成就

教育年限  0.057*** (0.004)
1970後世代 × 教育年限 -0.038*** (0.004)
大學文憑  0.106*** (0.028)
政治／社會資本

公家機關  0.207*** (0.025)
1970後世代 × 公家機關 -0.105** (0.040)
國民黨員  0.023 (0.022)
社團參與（工會/商會/社團）  0.001 (0.026)
1970後世代 × 社團參與  0.090*  (0.039)
女性 -0.201*** (0.024)
已婚 -0.023 (0.028)
已婚 × 女性 -0.112*** (0.032)
族群差異

外省族群  0.048*  (0.024)
原住民族群 -0.239** (0.088)
階級出身

父親為雇主  0.046*  (0.022)
父親為政府雇員  0.071*** (0.020)
APC變量
年齡  0.060*** (0.006)
年齡² -0.001*** (0.000)
1970後出生世代  0.409*** (0.059)
時間（連續變量） -0.014 (0.016)
1997年虛擬變量 0.162*** (0.020)
2002年虛擬變量 0.166*** (0.033)
常數項 8.441*** (0.144)
R² 0.375
N 5467
註：1.括弧內為標準誤。所有模型裡階級變量的參照組是「私營非技術工人」。

        2.“*”p<0.05,“**”p<0.01,“***”p<0.001,“+”p<0.1（雙尾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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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間變化統計上不顯著；（4）自僱者實質所得與相對收入持續下滑

（從20,848元下降到20,196元），而非技術工人的實質工資略有上升

（從22,850元微升到24,636元），但兩者所得水準始終類似，構成了台

灣社會的底層。與近期《歐洲社會調查》所得到的結論相似，在1992年

到2007年間，台灣階級差距惡化的源頭主要仍來自資本收益，而技術也

開始成為所得不平等的來源之一。

在受訪者的教育程度與政治優勢對所得的幫助方面，教育年限對個

人所得的影響似乎隨著整體教育程度提升與大學教育擴張而縮減， 尤其

是1970年代以後出生者，其教育年限對所得的影響大幅下滑，但大學文

憑仍然有提高所得的定額作用。有趣的是，一如中國大陸相關研究發現

的，政府部門或國有單位有再分配權力的優勢，即使在資本主義持續擴

張的情況下也能夠維續（Wu 2002; Xie and Wu 2008），台灣的政府部門

圖6　各階級受訪者的相對所得：1992年與2007年的比較，自僱者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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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僱者並不例外。然而，對1970年代以後出生、解嚴後進入公部門的世

代，單位優勢已經大幅衰退。兩岸不同之處，在於中國共產黨員仍能維

持所得與階級流動優勢（Bian and Logan 1996；林宗弘 2007b），但如

林南（1997）所發現的，自1980年代以來，國民黨威權體制在政治民主

化的衝擊下，已經無法直接給基層黨員帶來明顯的物質利益。

與總體數據的工資性別比略有不同，表5的迴歸結果顯示在控制教

育與階級位置等變量後，過去二十年來兩性實質所得金額上的差異，其

實沒有太大的改善，只是隨著整體平均工資逐漸提升，此一工資差額佔

總工資的比率快速下降。從上述幾個模型的結果來看，過去二十年來台

灣女性可能藉由教育擴張而更容易進入技術與專業職位，而且隨著黑手

頭家減少的趨勢，越來越少婦女選擇成為無酬家屬工作者，兩個趨勢合

力導致了加總數據裡兩性工資比率差異的縮減，但技術與專業職位的實

質所得，卻可能因為兩性工資差額的持續、與女性大量進入此一階級位

置而下滑，結果在控制階級位置後，性別工資歧視的金額並沒有隨時間

減少。此外，婚姻對女性的實質工資始終造成負面影響，未隨時間而降

低，對男性卻沒有顯著作用。

至於兩代之間所得優勢的持續或家戶內所得移轉方面，在1992年到

2007年之間，父親的階級、族群身分對子女所得的正負影響，並未隨時

間而有太大改變。在控制其他變量的條件下，父親為政府雇員與資本家

仍有助於子女獲得高所得，而且外省族群的優勢與原住民身分的劣勢，

對子女所得的影響仍舊顯著。簡而言之，經濟、政治或技術資產的代際

繼承（可能部分反映在族群身分上）以及兩代之間所得移轉的能力，對

個人層次數據中貧富差距的影響沒有衰退。

最後，在統計模型的預測值上，台灣受薪者的平均實質所得沒有太

大的成長，在1997年之後甚至出現了倒退。從總體經濟指標來看，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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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的勞動生產力快速提升與工資成長的遲緩，出現了越來越嚴重的落

差。圖7呈現了以2001年為基準，從1982年到2007年間台灣勞工的工業

勞動生產力、工資佔產出成本比例的指數與實質工資指數。從圖7可以

發現，台灣工人的勞動生產力指數與實質工資僅在1980年代中期到1990

年代初期之間同步上升，此後生產力持續快速提升，勞動成本佔單位產

出比率下降，實質工資卻長期停滯不前。

與美國1980年代末期或歐洲1990年代初期的經驗類似（Block 1990; 

Esping-Andersen 1999），在台灣的階級結構朝後工業社會轉型時，就業

者整體技術提升或專業技術工人的成長（以黑手頭家的消失為代價），

與實質工資停滯同時發生。但是為何台灣受僱者的實質工資會被勞動生

產力的成長遠遠甩在後頭？在迴歸模型中我們發現參與工會或社團對於

圖7　台灣勞工平均勞動生產力的提升與實質工資的停滯，1982-2007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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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所得增加，有相當顯著的影響，然而台灣專業技術人員與服務業的

工會或行會的組織率卻偏低，集體協商能力有限，可能是後工業轉型下

技術工人工資停滯不前的因素之一。此外，製造業的外移與壓低基本工

資可能是台灣整體實質工資停滯的重要原因（蘇國賢 2008: 194-195）。

七、結論與討論

台灣社會朝後工業化轉向並不是一個新觀點，許多優秀的研究已經

在福利國家與性別研究方面旁敲側擊，指出某些變化的軌跡，卻未能直

接從階級結構、階級流動與貧富差距方面直接描繪這一次轉型。本文分

辨了無產化理論、後工業理論與全球化理論在社會變遷的動力、階級結

構的轉型、階級流動的趨勢、性別分工的轉變、貧富差距的重塑等方面

的對立命題，並且以台灣的相關數據測試之。

本文的經驗發現可以得出下列四個結論：首先，在階級結構方面，

台灣社會中的自僱者與無酬家屬勞動者快速減少，無產化進程逐漸停

滯，技術工人與專業者在階級結構中的比例上升。其次，在階級流動方

面，「黑手變頭家」式的社會流動已經成為昨日黃花，一方面，資本家

子女的階級流動優勢仍然存在，另一方面，教育成就的代際繼承或者說

知識份子階級自我複製的影響，也正在逐漸增強。6 第三，隨著女性教

6  由於缺乏衡量個人生產力的指標，本文的統計模型並未正面處理教育社會學裡

有關階級再製（Bowles and Gintis 1975）、人力資本（Becker 1964）與文憑主義 

（Collins 1979）的相關爭論。如本文評審之一所言，在階級再製、人力資本與文

化資本（Bourdieu 1984）這三個概念之間，對教育與生產力的關係可能有相當不同

的預設，也可能因時空不同而出現變化，在台灣的量化研究裡，謝雨生與黃美玲

（2004）曾發現1997年以前的工農階級以及女性教育成就明顯偏低，比較符合階級

再製理論，Liu and Sakamoto（2002）則發現教育仍能有效提高台灣受雇者的個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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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程度的提升，女性在專業者與技術工人所佔比率上升，間接減少了兩

性工資比率的不平等，也可能逐漸影響家務分工、生育及老年照護行

為。第四，台灣的貧富差距主要來自資本與技術的佔有與否。資本家的

經濟優勢在過去十餘年中仍然持續擴大，是貧富差距的罪魁禍首，但技

術工人的實質工資也有顯著提升。總之，台灣各方面的經驗證據更貼近

後工業理論的分析。

雖然台灣過去二十年來的社會轉型，顯然仍帶有無產化的特徵，資

本主義的階級對立也從未消逝，但是在產業轉型與受僱者技術升級的結

構性動力之下，後工業化的軌跡似乎漸成主流。如導論所言，筆者並不

認為後工業化是發達工業社會必然面對的趨勢，也不代表全球化與無產

化不會捲土重來，倒不如說，近年來台灣社會中階級結構與社會不平等

的變遷，可能是兩種不同的生產性資產—資本與技術（或資產階級與知

識份子階級）之間利益妥協的歷史性後果之一。

台灣階級結構與社會不平等的變化可能影響階級意識與階級政治的

發展。在上述的三派分析裡，無產化將導致階級形成與勞資之間階級

鬥爭加劇（Lukács 1971; Thompson 1963），全球化將導致傳統工會組

織與福利國家的式微，而後工業化下的階級政治分析則留下了重要的

爭論。一方面，某些研究者宣稱後工業化已經導致階級政治的大幅衰

退（Lipset 1981），另一方面，許多證據顯示各階級位置的意識型態分

歧未曾減弱（Wright 1997），而階級政治始終左右資本主義民主體制

下的選民投票行為（Hout, Brooks and Manza 1995; Chan and Goldthorpe 

2007），後工業社會的階級政治變遷方向仍未有定論。

產力，顯示教育擴張對台灣整體教育程度與生產力提升有幫助，符合人力資本或後

工業化產業升級的假設，另一方面，本文也建議知識份子階級的自我再製能力在強

化，兩者並不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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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台灣的階級意識與工會研究反覆顯示，台灣勞工的工會組織與

階級意識相當薄弱（張晉芬 1992；許嘉猷等 1994；黃毅志 1999）。然

而，台灣的後工業化，是否已經改變了選民的主觀階級認知與投票行

為？若將1992年與2007年《社會變遷》裡的階級意識答案分為「中上／

上層階級」、「中層階級」與「中下／下層/勞工階級」三大類，我們

可以發現台灣就業者的自我認同大幅轉向中下階級，主觀中層階級從

39.71%下降到31.63%，主觀中下／下層加上勞工階級從49.64%上升到

63.98%，階級認知是個「下流社會」，然而，由於受僱者自認為是藍領

「勞工階級」的比例大幅衰退，若將「中上／中層／中下」三組合併為

廣義的中產階級，則自認為中產階級的比例反而上升了。顯然，問卷的

主觀階級分類影響了研究者對台灣民眾階級意識變化的解釋，但是從後

工業理論來看，受訪者以「中下／下層階級」取代「勞工階級」的認同

趨勢並不矛盾。

最近台灣的社會階層化研究也發現了階級政治的復興。例如蔡明璋

等人的研究顯示，台灣不同階級民眾對福利與稅收的意見仍有很顯著的

分歧（Tsai et al. 2008）。此外，胡克威、林宗弘與黃善國對投票行為

的研究發現，1992年以來族群投票的效應並未提高，但是在1998年之

後，階級投票有顯著的上升趨勢（Hu, Lin and Wong 2009），控制者階

級（包括資本家與專業者）與體力工人的藍綠分化傾向日益顯著。民主

化、後工業化與兩岸經貿開放的衝擊，很可能已經改變了台灣民眾的主

觀階級意識與階級投票行為，其效果值得研究者進一步探索。

從本文的結論來看，東亞新興工業國家如台灣與南韓等已經逐漸步

上已開發國家的後塵，必須面對資本外移與失業問題、專業者與非技術

工人之間貧富差距擴大、傳統父權家庭的衰微、生育率下滑、人口老化

與家戶消費停滯導致經濟成長趨緩、勞動參與率萎縮導致社會保險收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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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衡、國家財政惡化與開放移民等後工業議題。我們勢必被迫在更短時

間內治理後工業轉型所導致的政治與社會衝擊。

最後，對台灣社會變遷的分析，將導致公共政策辯論上的重要差

異。主張無產化理論者可能會著重工人相關福利擴張或階級鬥爭的重要

性，而主張全球化理論者可能會著重全球工會與社運串聯、或者從國內

政治出發反對國家管制的撤退、甚至是反移民政策或者貿易保護主義，

後工業理論與上述觀點或許不完全衝突，但是社會政策的優先順序會出

現歧異，例如更加關注服務業或高科技業的工會或社團組織如何擴張、

教育資源的平等分配如何達成、性別分工轉型下的生育與老年照護政

策如何推行，以及產業轉型的政策如何調整等等，對社會變遷的判斷

將影響我們對「後工業機會」的理解與社會運動所採取的戰略（Block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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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在附錄中，筆者將說明本文相關的統計分類法、敘述統計與統計模

型選擇的問題。首先，本文採取了新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類法，在具體

的操作層次上所依據的《社會變遷》問卷相關問題如下：新馬克思主義

階級分析的第一個判準是生產工具，具體是為自己或為他人（雇主）工

作，為自己工作者又根據有沒有僱人以及僱用多少人分為三類，首先，

未僱人者就列為自營作業者，僱用1-7人列為小雇主，僱用人數在8人以

上者列入資本家類。過去的相關研究也有將小雇主的界線推到僱用10人

左右，從數據本身來看，兩者的差異其實非常輕微。

新馬克思主義階級分類的第二道判準是管理權，本文對高低權威的

分類是依據下列幾個問題：在受人僱用的就業者當中，是否管理別人回

答「是」者則列入有權威、管理人數在八人以上以及被管理者還管理別

人的列為高權威。此外，筆者參考了《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所提供

的台灣地區職位分類，雖然此一職位分類曾歷經三次調整，卻不影響其

中的三個主要大類：行政管理人員（1992年編碼為200-229，1997年起

為100-149）與監督及佐理人員（1997年起為150-199）、以及專門技術

人員（1992年編碼為8-199，1997年起為200-399）。因此，行政管理與

監督佐理人員（包括軍官）兩大類也成為是否有管理權的標準之一。

在新馬克思主義階級分類當中最為棘手的是技術層次的測量。從

1992年開始，《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對新馬克思主義模型的理解與

問題設計，著重於勞動過程的自主性而非某種技術證照的所有權，這使

得以剝削性資產為基準的分類方式比較難以適用於台灣的數據，雖然在

後續調查裡增補了一些技術證照的相關指標，卻往往無法回溯調整1992

年的數據，因此，本文只能折衷採用台灣地區職位分類的專門技術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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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為經驗上的近似測量指標（proxy），將有技術但沒管理他人的受僱

者劃歸專家／技術工人一類，並且將是專業技術人員也管理他人的受僱

者劃歸專業經理人一類。從後來統計模型的顯著結果來看，這個指標在

顯示專業經理人與技術人員所得的優勢以及其持續上升的趨勢方面，經

驗上還是相當有效。

本文分類方式在各年度的具體操作變量請參考附圖1，各年度問卷

題目選項與職位分類都是完全對稱的。理論上，依據管理權威與技術層

次的高低，這個七大階級分類可以變更為12類，從數據上看與新韋伯派

分類法的差異也有限，但在實際操作上，管理權威的高低可以輕鬆依據

所管理者是否還管理別人（或者是否管理八人以上）來區分，但是在受

僱者的技術層次上，《社會變遷》問卷無法提供完全對稱的高低技術判

準，而且越早的調查在分類上就越困難。

本文所面對的另一個分類問題是父親的階級位置。《社會變遷》對

父親的職位類別欠缺清楚的分類，更沒有追問父親作為雇主或管理者的

附圖1　�新馬克思主義階級分類法在1992、1997、2002、2007年調查的
操作變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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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數，所以無法形成上述的七類。結果筆者只能依據父親的雇主身

分與工作單位的性質（公家或私人）將之分為雇主、政府雇員與工農階

級三類。本文根據上述父親與子女階級分類所得到的敘述統計結果與簡

單相關係數，請見附表1與附表2。

上述分類議題直接與統計模型的選擇相關。首先，從理論上來看， 

代際流動議題是新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的主要弱點之一，在Wright 

（1985, 1997）的原著中雖然談到階級的不可滲透性（impermeability），

暗示兩代之間的階級流動可以運用不同的矩陣設計來計算之，但是他未

曾討論或分析過美國或其他國家代際階級流動的長期趨勢。其次，處理

台灣數據的困難之處來自《社會變遷》問卷對父母職業之技術與管理權

威層次的忽略，也就不能提供父輩與子女相同的分類方式，無法構成七

乘七的兩代階級位置頻率分布方陣。

方陣是Log-linear模型分析的基礎。一般的階級流動研究都必須仰賴

方陣來計算流出與流入比率，以及特定的流動障礙與其歷史趨勢等等。

然而，在暫時無法解決父輩階級分類的難題之下，筆者只能退而採用

MNL迴歸模型。MNL迴歸模型的優勢在於不需仰賴方陣，只要應變量

是分類變量即可。在階級終點的時間趨勢方面，本文大量採用自變量 × 

連續的時間變量或世代變量之交互作用（interactions）來計算相關的趨

勢。然而如幾位評論人所言，將此一統計結果稱為「階級流動」並不適

宜，模型裡真正計算出的是各自變量對階級終點發生比率的影響程度。

在筆者選擇模型的過程中，曾經嘗試過各種時間或世代變量與其他

變量的交互作用。例如，父親是私營企業主對子女成為資本家、小雇主

或新中產階級位置有幫助，然而其交互變量（父親雇主 × 時間）顯示

其效果隨時間而輕微下降；其次，父親教育程度對子女進入專家或資本

家階級有明顯的正面作用，其交互變量效果（父親教育 × 時間）不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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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或世代衰退；反之，母親教育程度對子女階級流動的影響較小，但

是對1970年後出生的世代成為專家與專業經理人的機率有較顯著的幫

助，但是與時間的交互項（母親教育 × 時間）沒有太大的效果。至於

族群對流動的影響方面，原住民身分始終對階級終點造成負面影響，其

效果（原住民 × 時間／世代）未隨時間或世代而下降。此外，或許由

於與教育年限等變量高度線性相關，大學文憑在階級流動上的效果（大

學文憑 × 時間）未隨時間而顯著降低。最後，為求統計模型的簡約

（parsimonious），筆者最後刪除了所有未達顯著水準的變量，凡沒有

顯示變量與時間或世代交互項，就表示其交互作用不顯著。

另一個值得詳細說明的是表5的WLS模型。首先，由於1997年以前

的《社會變遷》數據沒有權數，該模型計算過程中僅有2002年及2007年

的樣本經過加權。其次，在模型選擇過程中，筆者再次嘗試了各種時間

或世代變量與其他變量的交互作用，依據簡約原則刪除了大多數統計結

果不顯著的變量。第三，由於應變量按照2005年的物價指數平減，結果

是1992年與1997年的購買力大幅提高，而且與總體數據裡實質工資略減

類似，2007年的實質平均所得比2002年還低。

最後，筆者深信量化研究數據須經過反覆、詳盡的檢驗，且本文結

論仍有值得推敲之處，1992-2007年的彙總數據將在筆者的個人網頁上

公佈，供其他研究者檢查或教學使用，有興趣下載者請來信與作者聯

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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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1992、1997、2002、2007年匯總數據的
敘述統計

變量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階級位置

非技術工人 6045 47.15 0.499 0 1
自僱者 6045 15.58 0.363 0 1
專家／技術工人 6045 12.34 0.329 0 1
經理人 6045 11.93 0.324 0 1
專業經理人 6045 4.95 0.217 0 1
小雇主 6045 6.09 0.239 0 1
資本家 6045 1.97 0.139 0 1
非就業者 2960 -- -- -- --
女性 9005 0.515 0.500 0 1
已婚 9005 0.571 0.495 0 1
教育年限 9005 9.187 4.975 0 21
大學文憑 9005 0.106 0.308 0 1
國民黨員 9005 0.124 0.329 0 1
政府單位 9005 0.092 0.288 0 1
社團參與 9005 0.197 0.398 0 1
父母特徵

父親教育年限 9005 5.388 4.447 0 21
母親教育年限 9005 3.606 3.898 0 18
父親為雇主 9005 0.204 0.403 0 1
父親為政府雇員 9005 0.149 0.356 0 1
原住民 9005 0.013 0.113 0 1
外省族群 9005 0.109 0.312 0 1
主觀階級認同

中上／上層階級 9005 0.08251 0.275155 0 1
中層階級 9005 0.372238 0.483428 0 1
中下／下層／勞工階級 9005 0.51005 0.499927 0 1
調查時受訪者年齡 9005 43.229 14.865 3 93
1970後出生世代 9005 0.419 0.493 0 1
實質每月所得 9005 24514.030 31435.500 0 536677.4
實質每月所得對數 6006 10.250 0.748 7.672 13.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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